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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裂化、碎片化、边缘化:
百年四库学景观论略

张 晓 芝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重庆400031)

摘 要:百余年来,四库学研究成果斐然,然而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通过对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

四库学繁荣的背后存在诸多问题。四库学概念含混,且这一概念并不存在术语化过程,无限制的外延造成

四库学研究偏离文献与思想这一正统的“二元”学术体系。四库学学术指向不明,其理论和方法的建构几

乎空白,散漫式研究是当前的现状。四库学研究缺乏一定的学术个性、话语体系和史脉观念,学术个性不

如敦煌学、甲骨学、红学等突出,话语体系缺失世界性话语权,史脉观念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四库学研究

应界定四库学概念,勾勒四库学理论体系。四库学研究亟须在学科与人才方面进行远景规划,认识到四库

学作为交叉学科的意义所在,培养四库学人才。四库学研究更要突破主客观瓶颈,打破现有格局,走出重

复性、散漫式研究局限,加强中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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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学研究历史已逾百年,较早有价值的研究可追溯到阮元《四库全书未收书提要》一书,而

这只是四库学研究的萌芽阶段。四库学研究的真正发端是在20世纪初,在长达百余年的历程

中,四库学研究成果可圈可点,但纵观四库学研究史,依然有几个方面需要思考。首先,四库学为

何,何为四库学,这一基本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尚处于探究阶段。四库学研究群体,对这一根本性

问题呈现出集体无意识状态,偶有学者表现出探究问题的态度,但并未解决实质性问题。每位研

究者都从自己的四库学理念出发,研究不同的对象,造成同是四库学研究但却不知关联性为何的

奇怪现象。由此,四库学研究出现了“层裂”景观,即每一角度的研究形成单独层面,难以看到扩

张、联系与关照。比如《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研究,只针对定本进行探究者甚众,论

及稿本与阁本较少,而深入探究稿本、阁本、定本关联性的凸显性成果亦尠。第二,四库学研究成

果零散,有学术史地位和意义者屈指可数,且多集中在民国时期和最近二十年这两个时段。对已

有研究成果借鉴吸收不足,导致重复性研究大量出现;对已有研究成果认识分析不足,导致领域

拓展明显受限。即使有角度、有问题,但却因时间、团队、学界认可度、内外评价机制等限制而难

以展开系统性、规模性研究。四库学呈现出“碎片”化研究状况,虽只言片语或有开创之功,但对

于百年研究史来说,步子迈得似乎慢了点。面对庞大的研究对象,学界表现出一种试探性前进态

度,换言之,针对难度较大的问题表现出机械性退缩。迄今为止,学界对四库学主要研究对象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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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领域探索不足,整体性、系统化成果长期缺席。第三,由于四库学研究层裂化、碎片化特征明

显,部分研究成果归入古代文学诗文专题研究、版本学研究、目录学研究等领域,四库学研究成果

湮没于不同专业,客观性地被动“减缩”。这说明四库学研究缺乏独立性、标记性、特殊性等显性

特征,边缘化程度明显。同时,四库学缺少研究阵地,国内外期刊发表四库学论文者较少;而其他

可称“学”者,研究阵地已成规模,如红学有《红楼梦学刊》,敦煌学有《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辞

书学有《辞书学研究》,简牍学有《简牍学研究》,而甲骨学研究刊物更是多达十数种,且上述诸学

研究多受到世界瞩目。四库学研究阵地初创,规模不大,这就使得四库学研究成果在“边缘化”的

过程中有可能被消解,逐渐失去特色。

一、“四库学”概念含混的四十年及其层裂化产生的必然

“四库学”概念如何提出,提出者何人,很多学者已经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周积明称“‘四库

学’之名,其源无以考索”[1],何宗美说“‘四库学’的说法始于何时及何人,似难确知”[2]。实际上,

四库学要想发展,并打算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四库学”概念必须清理。而要想弄清“四库学”概

念,又必须分析其提出的时代背景、学术指向、理论架构等。

(一)“四库学”术语范畴

“四库学”一词于1983年提出,刘兆祐《民国以来的四库学》一文说:

  到了民国,从事四库全书有关问题研究的风气很盛,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有的从事版

本的探讨,有的订正提要的错误,有的论述四库全书纂修的经过,有的则呼吁续修或影印四

库全书。这些研究,不仅超越了清代对四库全书讨论的范围,更引发了中外学者对四库全书

的重视。事实上,四库全书有关的问题,还有许多等待大家研究,为了使这门研究工作,成为

系统的学识,我称之为“四库学”。[3]

昌彼得《影印四库全书的意义》称:

  因为四库全书收录的繁富,修纂的过程又极复杂,故近代颇有专门研究其书的。或研究

四库纂修的经过,或辑录有关四库全书的档案,或研究四库禁毁的情形,或研究四库著录图

书的版本,或考证四库提要的谬误,故有“四库学”之名。[4]

合并刘、昌二人所述四库学研究的内容,包括《四库全书》纂修研究、著录版本研究、总目订

误、编纂档案辑录、禁毁书研究、影印与续修等六大主题。主题的提出并不意味着研究已深入,检

视1980年代之前的四库学研究,发现上述六个方面均处于起步阶段。根据刘兆祐统计的70年

来有关《四库全书》研究著作,去除重复,仅得31种,且有9种为稿本而并未实际刊行故多不为人

所知。四库学概念提出之初就存在“实”与“虚”两个层面,所谓“实”,指的是已有研究粗略勾勒四

库学研究各领域轮廓,边界较为模糊,浅表化现象突出;“虚”则是无论哪一领域皆未形成系统的

学识。也就是说,直到1980年代初,四库学研究领域尚未定型,研究体系尚未建构。那么,四库

学概念的提出其实就只是一个愿景。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世界书局出版杨家骆《四库全书学

典》一书,其中“四库全书通论”部分涉及今天四库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从知识体系的总结到主要

命题的提出,从《四库全书》各类书目到续修《四库全书》,对四库学的宏观概貌已有初步描绘。特

别是杨氏所指《四库全书》史上的几个主要命题,如四库全书馆的搜集工作、四库全书馆的组织、

四库全书馆中的学者、收藏四库全书的七个建筑物、四库全书的印刷问题[5]29-44,一定程度上分析

了《四库全书》研究应着重解决的问题,但直到1980年代初,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尚付阙如。

(二)“四库学”学术指向

四库学术语的提出,是为了继续推进研究工作,“称‘学’与否,最终并非由研究领域和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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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来决定,而是以对此领域和对象研究推进的程度、取得的创获、建立的体系等方面来考量”[2]。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四库学一词的学术指向进行分析。

其一,四库学研究指向并不明确。从《四库全书》这一对象出发,凡与其有关的研究皆称之为

“四库学”,这从刘兆祐《民国以来的四库学》一文可轻易窥知。四库学成为近似于无边界的概念,

这是因为《四库全书》涵盖清中期以前各种文献,其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架构知识体系,使原

本分立的个体形成相互关联的整体,并以“提要”为总纲,使独立著述之间发生联系。《四库全书》

涵盖的范围过宽、过广,导致研究成果分类出现交叉甚至混乱。如研究某一书籍的版本源流,这

与四库学并无关联。但如果从四库馆臣选用底本作为研究角度,那将被列入四库学研究领域。

事实上该文献的版本源流依然是研究的重点,四库底本是切入研究的一个角度。又如“《永乐大

典》纂修研究”,这一论题与《四库全书》毫无关系,而“《永乐大典》考”则涉及到清乾隆间辑录《大

典》佚书,编入《四库全书》事宜,这才与四库学产生关联。

其二,四库学研究指向并没有建立在高度的学术认同基础上。学者缺乏对四库学术语确切

内涵的思考,研究者自身甚至都不能有条理、有系统、有理论地呈现四库学概念。从文献角度出

发者,四库学包括四库纂修史料学、四库版本学、四库目录学、四库校勘学等;从纂修角度来看,四

库学涉及四库馆运转研究、人员择选与配备研究、书籍进呈研究、书籍禁毁研究等;从纂修思想层

面来看,四库学又涵盖纂修官提要稿个体思想研究、稿本阁本及定本系统《总目》思想研究等。而

由于各层面之间的立足点不同,研究成果往往出现相互撕扯、互不支撑的情况。特别是文献研究

与思想研究的差异,二者的结论时常相悖。四库学应该从研究视角进行检视,建立基本的学术认

同体系。

其三,四库学没有术语化的过程。自刘、昌二人提出四库学一词,较少见到关于四库学术语

的讨论。进入21世纪,学者偶有对四库学一词进行思考,然四库学究竟是什么,现在看来也没有

一个完整、合乎逻辑的答案。简言之,学者缺乏对四库学内涵的基本思考。四库学的内涵越来越

模糊,外延似乎越来越宽阔。这是一对矛盾,在内涵不清楚的情况下,外延的宽阔是一种自欺欺

人。范围随意扩大化,或将使四库学走向偏颇。

其四,四库学国际化话语缺失。四库学的本国学术与世界学术几乎无衔接,除日本、美国少

数研究清史的学者偶有涉猎之外,尚无专门研究者。而在国际研究领域,甲骨学、敦煌学等有较

多海外研究者参与。甲骨文发现120余年来,海外研究者遍布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数十个

国家。敦煌学更是国际“显学”,研究初期仅日本就集中了石滨纯太郎、羽田亨、神田喜一郎、小野

胜年等一批学者[6]。四库学研究对象并未像甲骨文、敦煌文献那样横空出现,而是随着历史发展

被时代推着前进的一个研究领域。

(三)“四库学”成果分析

基于以上所述,四库学学术指向的薄弱性毋庸置疑。但百年四库学研究成果似乎不应忽视。

通过对《四库》研究成果的分析,一方面或许可对四库学术语进行补充完善,建立系统的学科体

系;另一方面可量化分析四库学之研究现状,以期为四库学研究走向提供数据支持。研究成果的

统计参以综述类论著及各电子数据库,运用统计学原理,呈现数字化特征。参与统计的主要文献

包括以下几种:1.杨家骆《四库全书学典》;2.刘兆祐《民国以来的四库学》;3.孙彦等编《四库全书

研究》;4.海南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四库全书研究》(《海南大学学报》增刊)和《中国首届四

库全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库全书研究》;5.甘肃省图书馆与天津图书馆合编《四库全书研究论

文篇目索引(1908—2010)》;6.甘肃省图书馆编《四库全书研究文集》(三册,收文截止于2015
年);7.《(首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会议论文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6年);8.《第二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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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学高层论坛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2017年);9.《第三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论文集》(湖南

大学岳麓书院,2018年);10.《四库学论坛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2018年);11.《中国四库学研究

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2019年);12.《四库学论坛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2019年);

13.《第四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论文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9年);14.《四库学》集刊(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以来,共9辑);15.《中国四库学》集刊(中华书局,2018年以来,共7辑)。

上述文献收录的四库学研究成果有重合之处,自当剔除,部分文献又可相互补充。另外,2010年

以来,学界持续关注四库学,程惠新、陈东辉、邓洪波、张洪志、李勇政等撰有四库学研究综述。据

上述文献、综述文及各类数据库,将所有成果进行合并筛选并分类统计,得出如下结果。

截至2022年底,四库学研究成果共7700余篇,约分10大类,包括综论、七阁研究、《总目》研

究、《总目》外书目研究、影印及续修研究、阁本与底本研究、抽毁与禁毁研究、未收与失收研究、史

料与馆臣研究、工具书编纂等。其中综论性的论著占主导地位,达2600余篇;其次为《总目》研

究,有2000余篇。二者占研究总量的近60%。其他8类研究成果分布亦不均衡,史料及馆臣研

究730余篇;七阁研究最少而不足100篇,这8类研究成果占比均在10%以下,几乎成为四库学

研究中的“冷门”。另有“不归类”研究600余篇,与四库学研究有关,但却无法归入十大主题中的

任何一类,如果将“不归类”研究成果进行主题划分,那将出现几十种类型,每种类型成果数量均

为个位数,成果无法类型化,自然不具备总结、分析、探索四库学发展规律的学术意义。这也恰恰

说明,四库学概念内涵与外延不清,可能会造成研究边界的无限扩大。

换个角度分析,以1983年“四库学”概念的提出为界,研究成果可分为前后两期。现以《四库

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1908—2010)》及近十年四库学研究成果为例略作说明。前期为1908—

1982年,70多年间文献总量为1200余篇,且很多是新闻稿或杂记,特别是1920—1940年代关于

影印和续修《四库全书》的讨论,杂记甚多。这一阶段四库学研究成果以余嘉锡、胡玉缙等人的

《总目》考辨及补正之作为代表。而实际上总目学只是四库学的一个分支,四库学其他方面的研

究尚处于初创阶段,有的甚至并未纳入研究视野。后期为1983年至今,论著总数达6500余篇,

是四库学概念提出之前的5倍多。按理说这应该是四库学飞跃发展的时期,但数字上的判断却

掩盖了事实的真相。不是因为四库学概念提出之后的研究才有了迅速发展,而是学术环境的变

化带来的研究者数量陡增,反映在四库学领域则是论著数量增多,但并非有大量学者在四库学领

域集结,更多的学者仅仅只是偶尔“客串”而已,随即迅速退出这一领域,这部分研究者数量很大

且多有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从发文者所属领域来看,一般以历史学、文献学、文学、图书馆学等

为研究方向,四库学甚至称不上是这些研究领域的附属。另一方面,据笔者统计,其中有重要价

值和学术意义者不到两成。新史料的发掘很少出现,新观念的提出也较为少见,“炒冷饭”的现象

依旧存在,正如杨洪升所说,“百年‘四库学’研究尽管有5000篇文章与几十部专著,但是高水平

撰著仍偏少”[7]。因此,研究文献数字上的增加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四库学的发展,却不能从

本质上揭示四库学的研究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对《四库全书》进行综论及对《总目》进行研究的

文章很多,占所有四库学研究成果的六成有余,但因综论涉及面过宽,难以在有限的文字内将观

点阐述清楚,多数此类成果实际上价值不高。从成果比例来看,层裂现象很明显,而且占比在

10%以下的研究成果几乎成为四库学研究中的“冷门”。2000年以后,虽然四库学研究深度和广

度均有所增加,特别是《总目》思想观念方面的研究开始呈现快速发展,但从总体考量,四库学学

术指向仍然没有明晰的线索。

(四)“四库学”的层裂化

程喜霖在思考敦煌学百年研究时指出“敦煌学术史有所研究,而敦煌学理论与方法几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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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8],百年四库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建构上与此相似,也几乎是空白。30多年前罗宗强和卢盛

江先生在反思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时说:“我们也似乎并未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以作为分析古

文论的理论参照,大多是东采西摘,零担贩运。”[9]综观四库学研究成果,重复性研究和无深度研

究占比很高。就理论体系而言,“四库经学史”“四库史学史”“四库子学史”“四库文学史”还只处

于讨论阶段。一些理论词语也只是基于《总目》的研究所得,关于《四库全书》从修纂到完成再到

传承与研究,这一过程的编纂史、史料学、文献学理论几乎未见,更谈不上建构了。“四库文献学”

本应成为最早建构起来的学科,但因文献学具有相对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四库文献学”难以成为

单独的学科,现也处于尴尬位置。因此,四库学理论术语的提出首先需要对四库学研究范围进行

界定,这又回到了话题的本根。

无研究者对四库学概念进行系统界定,在无边界无范围的情况下进行散漫式研究是四库学

研究的现状。各研究角度复杂无序,研究内容部分重复,研究成果体系性差且互不支撑,是四库

学研究的主要弊端。自四库学术语提出至今,这种现象已持续近40年之久。基于四库学概念含

混,尚无学术体系的情况,本文在这里试图界定四库学概念,并勾勒四库学理论体系。

四库学概念的探究需要注重宏观勾勒与细节研究两个层面,前者为纵,后者为横,纵横交错,

以揭示四库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宏观层面的四库学研究是指围绕《四库全书》纂修过程及历史

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的学术探究。囊括范围较大,视野较宽,在某一领域形成知识和理论的系统性

结构,要求研究者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四库学的规律和特质,从“大历史”角度进行规模性探究,包

括《四库全书》纂修史、《总目》编纂史、禁书史、续修史等。主要研究成果应以四库文献出版史、四

库文献研究史、四库理论研究史、四库档案史、四库思想史、总目研究史等为中心。宏观研究要有

非常大的广度,除此之外,“关键还在于研究者应具备宏阔的学术眼光和理论深度”[10]。细节研

究是指与《四库全书》实质相关的个案研究,包括七阁分阁研究,《总目》稿本、阁本、定本某一系统

研究,《荟要》研究,《四库全书》底本研究等。如文澜阁《四库全书》补修、《总目》稿本的发现、《荟

要》提要研究等,均为四库学细节研究课题。研究成果是否属于四库学细节研究,应该有一个重

要标准,那就是研究成果是否是四库学研究体系的重要补充。

四库学概念的厘清及理论架构的形成是避免“四库”研究走向层裂化的关键点之一。四库学

研究成果与“四库”相关研究并不是一个概念,并非所有带有“四库”字眼的研究皆可视为四库学

成果,如直接探讨某一书籍版本,而兼涉“四库本”讨论的研究其实应该属于文献学中的版本研

究。如果试图用“大四库学”“广四库学”“超四库学”来涵盖所有四库学成果,实际上是极不科学

的,均属于伪四库学。试问,《四库全书》涉及万余种(包括存目)典籍,研究其中一部是不是也属

于四库学研究,这明显是荒谬的。当然,“大四库学”等概念并非不能用,只是使用之时需要进行

界定,并进行严谨的论证。我们通过对四库学术语的探讨,主要是为了思考四库学应该拥有的学

术体系,因为没有体系的“学”在理论上是不能称之为“学”的。今天的学者虽然仍在不断使用四

库学这一术语,但却一直忽略了“学”的体系性建构。

二、“四库学”研究学术个性、话语体系与史脉观念的缺失

(一)“四库学”学术个性的“弱呈现”

总体而言,四库学研究是文献学、档案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的附属品,缺乏区别于上述学科的

学术个性。这里的学术个性包括专业本身与研究者两个层面。首先,四库学专业的学术个性应

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在长期研究中并未发现其个性的“显性”存在。甲骨学以其独特的载体、

特殊的符号彰显个性;敦煌学因其发现的地理位置、文献的稀有性突出学术个性所在;红学以其

942



作者扑朔迷离的身份、书籍传承中的复杂版本系统突显专业个性。那么,四库学专业个性为何?

或者说四库学应有的阐述方式是什么? 在长达百年的研究中,学者并未深究这个问题。随着时

代推移,四库学呈现机械性、偶然性、被动性、无意性的发展。这是四库学发展受限的重要方面。

事实上,从《四库全书》编纂的完整过程来看,四库学应该不比甲骨学、敦煌学、红学任何一门“显

学”逊色。但为何四库学的学术个性就无法呈现呢? 主因盖有三端。

其一,《四库全书》纂修完成,清代并未有人倾力关注,大多把其作为一个巨大的“政治工程”

看待。《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11]1849,因其“钦定”身份,清代没有学者敢于

研究。也就是说,在清代,四库学没有产生研究土壤。如此一来,时间愈久则文献湮没愈多,知其

来源者愈少。进入民国时期,知《四库全书》掌故者尠矣。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序》中称:“四

库全书之名,读书稍多者类能知之。至其开馆之经过,与夫纂集之旨趣,则非钻研国学,习于掌故

者,鲜注意及之也。”[12]从任氏所言可知,民国时《四库全书》名称在学人中尚未普及,而其来源更

是知之者甚少。但较少研究者关注并不是造成四库学专业缺乏学术个性的重要原因,主要是百

年沉寂造成了文献流失,特别是四库馆臣关于纂修工作的私家记载,几乎湮没无闻。迄今为止,

仅有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称得上是对《四库全书》纂修事宜有系统发覆且文献发掘较多的一部

佳作[13]。是书所考四库馆开闭馆时间、机构职能、办书流程皆特费时日精力,但所用私家记载材

料较少,文献多赖于《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四库学私家文献流失严重。事实上,官方文献亦有佚

失,如档案中记载的“四库底本档册”,和珅清查四库书底本致函质郡王永瑢时明确说明“四十五

年查办时曾照纪大人处所存书目抄录一本,钤盖翰林院印信”[11]2047-2048,因而此档册至少有纪氏、

和氏两本,时至今日未发现其中任何一本,底本档册或已不存。《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辗转飘零

两百年,沉寂澳门何东馆中也有半个世纪之久,2000年方才影印出版[14]。《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

目》也是现今存世绝少的乾隆时期《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产生的文献资料,现藏于台湾地区,

2012年12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原尺寸影印出版,但其据以誊录的底册,也就是各家提要稿

初次汇编的草本,或永难得见。四库学若想以“学”著称,或欲成为一门“显学”,其文献系统应率

先厘清,佚失的、存世的,官方的、私家的,鸿篇巨制的、吉光片羽的,皆需整理统计。《四库》诸阁

史料、《总目》《简明目录》版本系统、《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考证》等资料均需按类编排。四库

学需要重建史料体系,补充完善《四库全书学典》建构的资料体系,特别是《四库全书》通论、辞典、

综览三大学术体系[5],并建立研究成果数据库。如此,四库学的专业学术个性或许才会有所呈现。

其二,四库学研究畛域较广,学术系统的边缘未明。《四库全书》生成环境颇为复杂,不深入

了解清代康、雍、乾三朝文化政策、社会背景、政治氛围,很难清楚界定《四库全书》的修纂在中国

历史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政治、文化、学术、思想体系的规模过于庞大,研究者常常无力勾勒

《四库全书》“家族”体系的轮廓。但无论学术背景如何复杂,这一工作是必须做的。有部分学者

进行考索,四库学研究领域或可据此划定。1920年代,陈垣检阅文津阁《四库全书》,撰有《四库

书目考异》四卷[15]。随后,金梁借录陈氏《考异》,整比增补为《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此书未付

梓,民国时期学者亦未见[16]。但陈、金二人所研究的《四库全书》诸问题,无疑是四库学的领域之

一。1937年,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出版,全书自“《四库全书》纂修缘起”开始,至“《四库全

书》评议”结束,共12章主体内容,几乎涵盖了四库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四库全书》修书缘起

研究、四库全书馆研究、《四库全书》编纂史研究、《四库全书》校勘研究、《四库全书》禁书研究、七

阁研究、《总目》研究、《荟要》研究、《续修四库全书》研究九大主题,其所勾勒的四库学体系理应得

到学界重视。此书自1930年代出版,至今仍在重印。而吴哲夫《四库全书荟要纂修考》(1976
052



年)、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2005年)、江庆柏《<四库全书荟要>研究》(2018年)等,

皆不出郭氏所建构的《四库全书》体系。既然已有学者建构起立体的学术体系,四库学实际上的

塔基、塔身已然成立,其学术系统的边缘或许应该围绕这一“学术塔”进行划定。期待四库学外延

的清晰化、四库学学术系统的合理化。

其三,四库学学术个性缺失,又在于优秀的四库研究者较少。就学者的学术个性而言,它首

先应该具备最基础最全面的古代经、史、子、集知识体系,并数十年钻研于四库学之塔顶,现在的

研究者或无人有此贯通能力。单单就精通经学的某一专科来说已属费力,遑论其他部类。《四库

全书》研究特别是《总目》研究更是需要基本的贯通,方能进行有效研究。余嘉锡、胡玉缙毕生精

力所聚,成《四库提要辨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两书,其至今日依然发挥引领学界之功。詹

福瑞说:“学术个性是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从学术观念、学术思维、研究方法以及成果结论等方

面表现出来的学术品格与学术特性。”[17]那么,四库学研究者的学术个性就应该具备探究四库学

本质属性的观念和思维,拥有足以能够推动学术创新的能力。现在四库学界的学术创新力较为

薄弱,大部分论著无法引起学者对四库学的较大关注。四库学的学术自觉依赖于成熟的研究者,

但是优秀研究者的出现无法遵循某种方式刻意培养。四库学研究应该鼓励学者沉淀已有成果,

并能尊重差异,给予学术发展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研究方法和结论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拥有学术

个性的学者对研究方法也极为重视,探索力很强。刁生虎曾研究钱锺书的学术个性,谈及钱氏的

一种研究方法,将“乾嘉学术由字而句、由句而篇、由篇而书”单向认知模式进行了改进,用朴学之

法往复数次研究某一问题,其称之为“阐释之循环”[18]。四库学研究已逾百年,研究方法多承袭

传统,改进或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不仅会带动学术进阶,亦可能成就学者的学术个性。另外,因为

四库学体量庞大,所以进入四库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可能在气质性情、知识结构、科研经历、学术旨

趣等方面皆不尽相同,学术个性的展现或从此发端。

(二)“四库学”话语体系的“伪独立”

四库学百年研究史并未形成学术派别,“四库文献学派”“四库理论学派”“四库批评学派”并

未见诸学界。换言之,四库学话语体系尚未成型。话语体系为何? 从学理上讲,话语体系是运用

语言符号表达理论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的表达”[19]。从方法论上说,话语体系

为“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20]。之所以探讨四库学话语体系,是因

为话语体系是基础,由话语体系形成学术体系,再由学术体系形成学科体系,四库学由此而立。

但是,四库学的话语体系缺失了什么? 四库学未来能否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呢?

大凡一门学问都有核心研究点,进而形成话语核心、理论核心。四库学的核心话语包含两个

方面,一为文献,一为思想。四库学文献话语体系应该最早建立起来,但尚无“四库文献学史”这

样的著述将其予以架构,导引学界。四库学文献话语体系包括的范围也广,例如,《四库全书》抄

录的古籍,这3000多种古籍在《四库全书》中的价值和意义如何,未曾一一落实,仅靠“四库本不

宜用”笼统概括,恐难令人信服。又如,《总目》中的失误,从余嘉锡、胡玉缙有辨证之作开始,又有

李裕民、崔富章、杨武泉、杜泽逊、江庆柏等后继者,然《总目》文献清理短时间内似乎难以完成。

再如,纂修《四库全书》私家文献的搜辑尚未起步,现所能征引的私家文献局限于纪昀、于敏中、陆

锡熊等著述,但其他馆臣所记的只言片语亦弥足珍贵,却一再被忽视。因此,以四库馆臣为中心

的清人别集似未纳入研究者视野。从这几点来看,四库学文献话语体系的建立尚需时日。而四

库学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就更加薄弱了。就目前来看,四库学思想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总

目》之中,但《总目》经学思想、史学思想、子学思想、文学思想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部分研究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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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理想。近几年,《总目》思想研究处于发力阶段,文学思想研究(集部研究)走在前列,而其他各

部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数。四库学研究首先应该“提升研究者之‘学’的意识”[1],思想体系在这一

意识之下才会继续向前发展。所以,无论是文献还是思想,均需清理已有的纷然杂陈的研究成

果,将零碎话语形成逻辑体系。

四库学话语体系具体缺失了什么,如何弥补? 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审视四库学百余年研究

成果,从不同角度予以说明。在思想探究方面,国内学者基本用社会政治性、历史溯源性的反映

论概括,形成固定的研究模式,不缺史实,但缺史观。1980年代,美国学者盖博坚(R.KentGuy)

从学者与国家的互动层面进行研究,得出“学者都自愿,甚至热情地参与了《四库全书》纂修”“国

家在学术界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被广泛接受了”[21]等不同于国内学者的结论。国内研究者史观的

一致性,源于过度关注清代修书工程的局限性,对清代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价值认同的文化体系

予以固定化观察。由于思想研究的限度,目标存在预设性,视角缺乏多样性,方法呈现重复性,成

果自然难于突破。在理论批评方面,基础架构单薄,宏观研究者从修书工程入手,探究清中期官

方思想管控,忽视《四库全书》作为文化活动应该会有的必要审查。微观研究者忽视的细节就更

多了,四库馆臣个体思想差异,秉持的学术思想观念,长达数年修书工作中的心态变化,这些需要

逐一查阅四库馆臣文人别集方有结果,但是除对纪昀等个别馆臣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之外,四库馆

臣群体研究尚未撕开冰山一角。而中观研究方面,偶有探索修书政策与文人思想活动的关系,官

方主体意识与私家学术的关联,这作为学术创新点是值得肯定的。因此,话语体系的缺失究其本

根是因为四库学研究还不深入,很多基础研究尚未展开。只有明确四库学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系

统的研究,才能形成话语体系。四库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内外并举,内在建构就是剖析四库学

之旨,外在建构即为揭示四库学之象。除此之外,四库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还需要拓宽视角的广度

和宽度,同时关注四库学研究成果的有效性,经、史、子、集批评体系不能流于浅表。

四库学未来话语体系的建构还应该注意两个发展层面,区域性与世界性。四库学区域性话

语体系的建立在最近几年有所发展,自2016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首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

坛”“引发对四库学的持续探讨”[22]。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先后举办“四库学论坛”,但论

文集均不涉及四库学概念及四库学话语体系的探讨。一般而言,四库学区域话语体系需要几代

学人集中力量建构,而非一朝一夕可成。从国内各大院校所建立的“四库学研究中心”来看,四库

学区域话语体系的建构未来可期。但四库学话语体系的世界性,现在看来尚不可能。需要指出

的是,18世纪法国狄德罗编的《狄德罗学典》(1751—1772)为世界所瞩目,而同样是在18世纪,与

《狄德罗学典》具有相当地位的《四库全书》,在欧美研究者中则极为陌生。即便是1946年世界学

院中国学典馆出版了《四库全书学典》,也未能引起国际上对《四库全书》的关注。杨家骆曾说:

“四库全书与狄岱麓学典,既然是产生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则其世界观念,知识范围,和对

处理其世界中知识的精神与形式,及其处理时的环境与处理者的人格等,皆为造成两书异点与其

影响不同的成因……然其同为清算其知识世界之产业而谋以之产生其理想中的后果,则初无二

致。”[5]2也许因我国古代语言系统的障碍,世界各国学者对《四库全书》及《总目》的研究“望而却

步”,但这并非主因。“敦煌学”难度恐在四库学之上,却成为国际学术热点。2019年敦煌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在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举行[23],足见其世界性话语体系的强大。对四库学研究

而言,应该立足当下区域研究,放眼世界。随着全球文化体系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不久的将

来,四库学研究也许会成为世界关切的学术点之一。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一书入选2012年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此书将译为英文出版发行,这是四库学研究的一小步,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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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走向世界的一大步。那么,着眼四库学未来,话语体系的主导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应该是

区域性的建构,但对四库学世界性话语体系的发展趋势要有所预见。

(三)“四库学”史脉观念的“模糊态”

四库学应该是一门理论学科,从其诞生至今,史脉不断,但研究者却缺少基本的史脉观,常囿

于一隅。如《四库全书》编纂动因这一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存在误解。1933年,孟森提出四

库开馆在于“根本删改、禁毁原书”[24]。1937年,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第二章以“寓禁于

征之实际情形”为题,详为论证“寓禁于征”的纂修目的[16]15-55。1958年,陈登原引《东华录》《高宗

实录》等文献,提出“修四库为禁书说”[25]。1980年,刘汉屏接受“寓禁于征”的修书政策[26],并以

“史话”形式面向大众普及。1985年,吕坚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寓禁于征”》为题,直指《四库全

书》纂修的“本来面目”是“寓禁于征”[27]。2009年,《辞源》修订版“《四库全书》”词条下称“纂修时

乾隆从维护清王朝统治出发,以宣扬封建教化为宗旨,寓禁于征,对不利于其统治的著作,或销

毁,或命馆臣恣意篡改”[28],明显受学界传统结论的影响。直至1995年,陈新提出“寓禁于征”的

论断系“偏颇臆造”[29],《四库全书》的纂修动因才得以为学界重新正视。《四库全书》编纂目的的

探讨,涉及对《四库全书》的根本性评价,这一问题值得重视。但是为何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内,

无学者对这一问题提出异议。这或是因为学者对待清代历史,特别是乾隆时期的文字狱较为熟

悉,其固有史学观念在一开始就占据主导地位,加之《四库全书》纂修期间有删改、抽毁、禁毁书籍

的行为,致使学者长期蒙蔽于固有观念中,因果关系出现倒置。事实上,《四库全书》纂修最初动

因也许根本不存在“寓禁于征”的观念。

四库学研究过程中史脉观念缺失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四库全书》纂修史料尚未完备;二是

片面性、重复性研究难以呈现史脉线条。就前者而言,四库学研究应该建立在翔实、全面、可靠的

史实基础上,现在所能见到的研究多依赖官方文献,如《办理四库全书档案》(1934年陈垣辑)、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1997年张书才编),官方史料的辑佚工作至今仍无补充。私家记载的史料

发掘更少,《于文襄手札》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部,但因草书书写,识读困难,加之未有编年,利用

率不高。《四库全书》纂修主体统称四库馆臣,这一群体达几千人,难道对修书活动集体失声? 现

在所能见到的四库馆臣别集中,有部分文字记载当时修书情形。史实缺失,造成研究偏狭,史脉

自然不明。史脉观建立在“点面结合”的史料之上,既包括宏观梗概,又旁涉微观细节。就后者而

言,史料的基础工作影响史观的形成,然既有材料并非无法支撑系统研究,而是研究过程存在局

限,学者旨趣并不在此。1920年代,王伯祥《四库全书述略》[30]、杜定友《四库全书述略》[31]、藤塚

素轩《四库全书编纂及其环境》[32]等论文对《四库全书》修书之事已展开研究,可惜皆未深入。

1930年代,借选印《四库全书》之机,李时、江都、叶仲经、黄云眉、谭其骧、姚石子、陈登原、近腾纯

雄、曲正等学者对《四库全书》纂修均有评议,然创见不多。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对《四库全

书》史进行研究者不乏其人,但有所突破者甚少。1990年代至今,《总目》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四库全书》则多转向某一版本研究,四库学中关于史脉观的建立处于搁置状态。学者关注的新

材料多与《总目》有关,总目学成为四库学的重要分支。

三、当下四库学研究的隐忧

四库学研究最大的隐忧是学理层面上的问题。除四库学研究团体之外,学界对四库学持怎

样的态度,其在人文科学上的原理与法则是否被广泛接受,四库学的建立需要事先预判这一问

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其所属一级学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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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涉及文学、历史、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虽然这些学科之间存在相互关联,但学科之间独立性

特征也很明显。而四库学在学科分类体系中存在相互纠缠的现象,所属并不明确。这一问题有

两个发展走向,一方面四库学有可能走向壮大,出现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可能;另一方面则可能会

出现混乱,产生各种无关甚至违背学理性问题的研究,这在四库学研究中已然出现。在一级学科

之中,四库学归属本身就存在问题,二级学科又存在被消解的危险。如四库学中《总目》的诗文观

念研究,其所属应该为古代文学分体研究。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四库学成果最后都有可能被某一

学科分解,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如何,很难说清。但这并非只是四库学遇到的问题,敦煌学

也同样遭遇了这一尴尬,一直有学者试图解决敦煌学的这一问题,并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从石

滨纯太郎、陈寅恪,到姜亮夫、周一良、唐长孺,再到林家平、宁强、罗华庆、荣新江、郝春文,直到

2019年刘进宝还发表文章再论敦煌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33]。相比于敦煌学,我们对四库学学理

性的探讨就显得尤其薄弱。正是因为对四库学的研究对象无系统的讨论,四库学未来的研究走

向可能会出现如下问题。

(一)四库学的内里逻辑问题

《四库全书》的修纂是在总结“大文化”背景下完成的,涉及文化回顾、学术重建与思想禁锢等

一系列内在逻辑的判断与分析。总结中国文化、学术、思想并非易事,特别是经过历史沉淀后各

朝代不同的观点已然流传,经典的“知识”如何评价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四库馆臣在复杂的知识

体系中游离、剥离、沉浸,又受官方学术思想的调控,他们自然无法解开历史遗留的困惑。馆臣的

学术思想有时代局限性,如何客观评价这一问题是四库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形式逻辑方面,研究

者可能只关注到常识性错误,却没有深究错误背后的各种细节。论证逻辑方面,四库学者通过

《总目》不断探索自身的困惑,却很少站在馆臣的角度去追问一个事实,即馆臣反思经典知识、建

构官方与个体相互妥协的综合性学术思想的主客观原因是什么。综合进行推理,馆臣的总结从

某种意义上说是成功的,因为《总目》已成为学术经典;那么,四库学研究者的反思如果成功,也会

成为新的学术经典,但是百年四库学研究成果堪称经典者屈指可数。四库学研究可能存在各式

各样的观点,这是思维差异造成的。但无论思维如何变换,四库学研究的逻辑层次和深层分析理

路不可或缺,这是检验四库学成果的关键指标。还有一个潜在的逻辑层面,《四库全书》是规模性

的文化总结活动,其作为大型数据库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四库全书》背后的历史文化对四库馆臣

和当代学者的吸引力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时代背景的产物与超越时代的研究必然会产生隔阂,

四库学本身的文化吸引力或许并不如甲骨学、敦煌学、红学强大。

(二)四库学的学科与人才问题

学科方面,四库学与历史学、文献学等有着密切关联,而《四库全书》又包罗万象,容纳了中国

古代哲学、文学、历史、文化、金石、佛道、医药、科技等各个领域的文献,《总目》对这些文献撰有提

要,诸提要之间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批评。由此看来,四库学研究对象多元,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

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四库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努力使其成为某一专门的学科,

这样不仅不会得到认可,反倒会走入困境。四库学应该根据交叉学科的特点,搭建学术平台,成

立研究团队,建立学术资源库和数据库,培养专门的四库学人才。以历史学、古代文学、文献学等

领域作为切入点,进驻传统学科内部,形成体系和特点,最后能够剥离出来,成立有特色的四库学

研究领域,这是一种途径。四库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最好的方法是在完备的体系之下对四库学

进行再分。人才方面,现在的问题是,除少数学者在四库学领域浸淫时间较久,其他学者很少在

这一研究领域持续开拓。随着学科的细化,四库学面临的问题越发严重。后续力量接替不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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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四库学面临消解的境遇。自2016年始,“四库学高层论坛”已举办7次,与会者最多达百余

人,从规模上看似乎没有问题。四库学研究也从集体无意识、无态度,扩大到有相当规模的研究

群体,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分析与会者的研究领域发现,长期从事四库学的研究者不足1/3,其

他学者皆非长期从事四库学研究。另者,参加四库学论坛的主要是青年教师,硕博研究生占比很

大。虽有后生力量,但不能过分乐观,四库学要想壮大,尚需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检验这部分力量

的耐力、韧力、能力与定力。定力不足是四库学发展的短板之一,在当下,有人愿意从事“冷板凳”

的工作越来越少了。但无论怎样,四库学研究需要进行人才培养,硕博研究生是一个主体,然后

争取能够学历下移,从本科开始进行四库学文献入门。我们不希望当四库学成为冷门“绝学”后,

才意识到四库学的价值所在。

(三)四库学研究存在的主客观瓶颈

主观瓶颈包括学科范式的建立,自我身份的认同,理论体系的建构,这在前面有所论述。四

库学研究应该着眼未来,宏观体系率先建立,各四库学研究中心协同合作。一要清晰地分析四库

学研究的流脉,准确把握不同历史阶段研究成果之间的互动关系。各类型的研究成果互为参照,

各自的优劣性自然就会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二要重塑四库学传统研究理路,以严谨的学术史

眼光对四库学研究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关照,形成理论自觉。哪个时段有真正价值和经典意义

的学术作品,需要如何借鉴、分析和继承也是当务之急。近几年,四库学中的学术泡沫颇有萌生

之势。过滤四库学学术泡沫,沉淀经典研究成果,批判式接受研究成果对后续研究亦有助益。三

要从不同的研究范式中发现各自的优势和问题,一些海外汉学家的研究观点和角度很新颖,在一

定程度上为四库学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得主流研究与非主流研究共存。这样,无论是学科还

是自我身份、理论体系都会逐渐建立。

客观瓶颈是话语平台的搭建,在四库学领域只有2017年创刊的《四库学》和2018年创刊的

《中国四库学》两种集刊,前者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主办,后者系湖南大学中国四

库学研究中心主办。较之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等拥有的平台来说,四库学平台搭建较晚,起步

阶段的稿源质量也存在问题。除话语平台之外,还需要文献数据库、数字图书馆等更大的学术平

台。这一点敦煌学做得很好,如敦煌研究院敦煌学研究文献数据库、敦煌学数字图书馆等,皆可

借鉴。

(四)四库学现有格局与理念的局限

纵观百年研究成果,四库学研究格局需要打开,现有研究理念也需突破。四库学要达到一门

“学”的地位,首先需要研究者明白研究之“然”,更要知道“所以然”。“然”是现在四库学研究的基

本状态,而“所以然”的缺位则使四库学处于相对落后的研究轨道。《四库全书》纂修中盘根错节

的史实,对待每一部文献的复杂态度,都是四库学要讨论的问题,针对同一研究对象,四库学研究

可以有成见,但“四库学史”不能有成见。四库学局限性的格局和理念是限制其发展的软肋,四库

学首先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历史,既要有“范式”也要突破“范式”。“范式”也称“学科基质”,是

“某一类科学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和准则”[34]。范式也是从“四库学”

到“四库学派”发展的基础,而现实却是四库学研究范式特征不明显,缺少原创性、开放性、实践

性。四库学整体结构版图的划定需要在一定范式之下形成强大的格局,更要有服务经学史、史学

史、子学史、文学史的学术理念。各民族两千多年文化的总结,由《四库全书》完成,这种文化建构

的格局是很大的,研究者当以此为理念的出发点。当然,在对四库学研究进行大格局规划的同

时,也必须认识到清王朝的时代局限,先天性的思想缺陷。总之,在四库学研究尚未有突破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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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体例的完备与否、知识的可靠与否,线索的清晰与否,依然是考察四库学研究的关键。

四库学研究应该有专题、专论,更要有领域和规模。

(五)四库学中观研究成果的不充分

中观研究是要勾勒四库学某一问题清晰的面影,探索现象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已有的研究

中,宏观概述不乏其论,微观细节探究亦随时出现,但中观研究相对较少。四库学研究的几个领

域中《总目》研究相对较多,《四库全书》著录书籍版本研究相对较弱,特别是四库本史部著述,著

录标准问题、版本问题、改易问题、删毁问题、音译问题等,尚未全面研究。四库学中观研究应该

遵循科学实证与历史还原的思路,对典型现象进行分析,主张有史略、史观、史实、史脉的研究思

想。中观研究最容易走入“一元”垄断的境地,不利于研究的进展。中观研究要容纳更多的差异

和分歧,随后进行论辩,真理方能愈明。试举一例,《四库全书》编纂对明代文献的整体态度是报

复性清算,但对待经、史、子、集四部的态度轻重不同,馆臣用力最深、审查最严苛的是史部,那么

经、子、集三部馆臣又是如何处理的? 推而广之,明代之前的各个朝代的史部文献,馆臣态度又如

何? 再进一步,虽然修书政策有统一的要求,但不同典籍的特点不一,馆臣看待问题的角度存在

差别,史部著录的典籍是否存在违背官方理念的著述? 检《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其对史部著述

的查验甚严,一部《辽史拾遗》,翁氏几乎将此书目录及厉鹗按语全部抄录[35],其他类此者亦众。

关键问题是,翁氏提议著录者《四库》并不收录,而建议存目者《四库》却予以收录,这一问题在上

述史部研究中处于何种地位,值得深入探讨。可喜的是,中观研究成果中,司马朝军《<四库全书

总目>研究》、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江庆柏《<四库全书荟要>研究》等是几部难得的佳作。

(六)四库学静态与动态研究的不对称

这里的静态研究指的是根据四库学中已存在的不对称或龃龉或矛盾的资料进行探究性研

究,这种研究很容易看到问题,也能够给出部分答案。而动态研究是根据事实存在的数量为标

准,判断四库学中某一现象是否符合正常规律,探究偏离正常规律的原因及可能存在的另外事

实。动态研究是了解四库学某一问题的全过程,对静态研究进行补充,还能够揭示研究存在的漏

洞。我们在研究《总目》从稿本系统到定本系统的过程中,常关注提要之间的差异,用差异判断四

库馆臣的学术思想。如明人别集提要,“稿本系统中的明代文学观有着与定本《总目》不甚相同的

观点”[36]。但是在稿本系统中存在“一书两提要”的情形,提要主体内容无甚相关,这个问题若不

动态来看,所得结论是不准确的。不能说定本《总目》提要中的内容与稿本不同,就是因为四库馆

臣要重建某种思想体系进行重新创作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中有8种著述存在“一书两

提要”[37],从这8种16篇提要来看,《总目》或直接选其中一篇予以扩充,或将两篇进行综合。那

么,问题来了,如果定本《总目》是直接选其中之一予以扩充,我们在研究从稿本到定本系统《总

目》思想观念的时候,就应该舍弃另一篇与《总目》毫无关联的稿本提要。因为《总目》根本未将其

中一篇稿本提要纳入参考视野,而是直接忽视,它只是《总目》编纂过程产生的一朵“无果之花”。

在定本《总目》选择过程中,“无果之花”与“有果之花”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对于这种稿本

系统中的提要,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分析时,要十分慎重,更需要动态分析来解决问题。四库学现

象远比想象的复杂,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动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理性、感

性、文本、结构、解构、表象、阐释、能指、所指、本体、客体等学术话语充斥的当下,动态研究尤其需

要重视,否则四库学就会走入只有阐释学的狭长通道而无法回头。

(七)四库学治学之风的担忧

散漫式研究是当下四库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四库学本根问题不解决,研究风向就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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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历史学、文献学的影响下,四库学研究成果中泛泛而谈者正在减少,我们对四库学的认识

也在缓慢而从容地扩大。但是四库学研究中出现的理论命题,诸如《四库全书》中的国家认同、民

族文化重建、西方文化等,这些问题看似格局很大,但很有可能是异想天开、标新立异的伪命题。

四库学治学虽不限于一隅,但理论命题一定要有一个限度,如果没有,则要失去根基,泛论或广论

尚可,倘若乱论、盲论则会使四库学失去实学基础,极容易被边缘化。大凡一门学问,都有理论核

心。四库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论述可以无限度。若研究《总目》集部提要中

的文学观,这属于文学研究,罗宗强在谈论文学研究时说“多学科交叉而又回到文学本位”[38],这

是文学研究应有的态度。在进行四库学研究时,不能忘了研究的目的,蒋寅也谈到问题研究的适

用度[39],假如同是民族文化重建,以四库学为切入点,必定要有一个限度,而且从历史发展的向

度来看,文化重建命题在《四库全书》纂修的过程中又有多大呢? 这值得认真思考。鼓励四库学

研究,也鼓励文风多样,但要在科学而严谨的治学态度下完成。四库学研究节奏可以慢,“四库学

派”的群落可以少,但大空之论不应该在四库学研究中提倡。随着四库中心文献的发现(如《四库

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等)、四库外围文献的整理(如《于敏中致陆锡熊手札笺证》《陆锡熊集》等),基

础性研究越来越多,四库学成果会越来越丰厚。综合性研究是建立在基础研究之上的,只有以谨

慎的治学态度方能将宏观及中观理论体系建构起来。当然,四库学研究不可能千篇一律,其研究

成果至少应该涵盖研究型四库学、教科书式四库学、普及型四库学等类型。

参考文献:

[1] 周积明.“四库学”:历史与思考[J].清史研究,2000(3):50-62.

[2] 何宗美.四库学建构的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72-181.

[3] 刘兆祐.民国以来的四库学[J].汉学研究通讯(台北),1983(2):146-151.

[4] 昌彼得.影印四库全书的意义[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6.

[5] 杨家骆.四库全书学典[M].上海:世界书局,1946.

[6] 秦桦林.“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J].敦煌研究,2014(6):129-136.

[7] 杨洪升.“四库学”之百年史———跋《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6):79-81.

[8] 程喜霖.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96-112.

[9] 罗宗强,卢盛江.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J].文学遗产,1989(4):1-14.

[10] 吴光正,李舜臣.“方法论探索”、“宏观研究”与古典文学研究的转型[J].文艺研究,2010(12):53-64.

[11] 张书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2] 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M].上海:上海启智书局,1928:序1.

[13] 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4] 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线装本)[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

[15] 陈垣.陈垣四库学论著[M].陈智超,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77-299.

[16]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7] 詹福瑞.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问题[J].文学遗产,2011(6):126-127.

[18] 刁生虎.论钱钟书的学术个性[J].学术探索,2010(3):103-109.

[19] 郭湛,桑明旭.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兼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立场和原则[J].中国高校

社会科学,2016(3):27-36.

[20]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4.

[21] 盖博坚.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M].郑云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中文版序1-2.

[22] 张洪志,邓洪波.2016年四库学研究综述[G]//中国四库学: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2018:23-41.

[23] 宋焰朋.“剑桥·2019·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J].敦煌研究,2019(2):39.

[24] 孟森.选印四库全书平议[J].青鹤,1933(23):1-6.

752



[25]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461-466.

[26] 刘汉屏.《四库全书》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0:19.

[27] 吕坚.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寓禁于征”[J].社会科学辑刊,1985(3):113-120.

[28] 何九盈,等.辞源: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82.

[29] 陈新.是“稽古右文”还是“寓禁于征”———析《四库全书》纂辑的动因[J].文教资料,1995(2):79-83.

[30] 王伯祥.四库全书述略[J].小说月报(上海),1925,16(12):1-20.

[31] 杜定友.四库全书述略[J].南洋季刊,1926(1):76-90.

[32] 藤塚素轩.四库全书编纂及其环境[J].文字同盟,1928(15):1-24.

[33] 刘进宝.再论敦煌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J].敦煌研究,2019(5):13-18.

[34] 杨豫.法国年鉴学派范式的演变[J].史学理论研究,1992(2):103-115.

[35] 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M].吴格,整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158-175.

[36] 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系统明代文学观析论[J].北方论丛,2016(3):25-30.

[37] 江庆柏,等.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38] 罗宗强.目的、态度、方法———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J].天津社会科学,2002(5):97-100.

[39] 蒋寅.文如其人? ———一个古典命题的合理内涵与适用限度[J].求是学刊,2001(6):82-89.

ABriefStudyonLayerCracking,FragmentationandMarginalizationof
LandscapesofTheStudyofSiKuinOneHundredYears

ZHANGXiaozhi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Culture,Sichu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Chongqing400031,China)

Abstract:“ThestudyofSiKu”formorethan100yearsseemstohaveobtainedremarkableachievements,butithasnot
yetbecomesystematic.Throughtheanalysisoftheresearchresults,theresearcherfoundthattherearemanycontrover-
sies.Thedefinitionoftheconceptof“ThestudyofSiKu”isambiguous,andthereisnoterminologicalprocessofthis
concept.Unrestrictedextensioncausedtheresearchof“ThestudyofSiKu”todeviatefromtheexistingorthodoxaca-
demicsystemofliteratureandthought.Theacademicorientationof“ThestudyofSiKu”isunclear,theconstructionof
itstheoryandmethodisalmostblank,andtheresearchissodiscursivethatthereisaneedtochange.Theresearchof
“ThestudyofSiKu”lackedcertainacademicpersonality,discoursesystemandhistoricalperspective.Itsacademicper-
sonalityisnotasprominentas“ThestudyofDunhuang”,“ThestudyofOracleInscriptions”,or“ThestudyofHon-
gloumeng”.Itsdiscoursesystemlackstheworldstatusanditshistoricalperspectivehasnotreceiveddueattention.There-
searchof“ThestudyofSiKu”shoulddefineitsconceptandoutlineitstheoreticalsystem.Itisurgenttomakealong-
termplanintermsofsubjectsandtalentsforthisresearchtorealizethesignificanceof“ThestudyofSiKu”asacross-
disciplineandtocultivatethetalentsinthisfield.Moreimportantly,theresearchshouldbreakthroughsubjectiveand
objectivebottlenecks,righttheexistingpattern,surmountthelimitationofideas,andstrengthentheresearcho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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